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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co-integration model and Granger cause test，by using data from 2002 to 2016，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s R&D funding and innovation 
output of public R&D institutes in China.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a long-term, stable and 
equilibrium relation exists between government's R&D funding and public R&D institutes’ 
invention patent authorization, and furthermore the contribution from government's R&D funding 
to public R&D institutes’ invention patent authorization is also significant in a short term; From the 
view of annual variation, the government's R&D funding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public R&D 
institutes’ granted invention patents, while the patents are not the Granger cause of government's 
R&D funding; As a practical conclusion, the government's R&D funding could expectedly improve 
innovation output of public R&D institut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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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2002-2016 年中国政府对国家科研机构的研发资助量和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授权

量作为研究变量，通过构造协整模型和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分析了政府研发资助对国家

科研机构创新产出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1）政府研发资助与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授权

量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在短期内前者对后者能产生显著的贡献作用；（2）政

府研发资助量变动是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授权量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但后者不是前者的格

兰杰原因；（3）在预期内，中国政府研发资助能提高国家科研机构创新产出。 

1．引言 

国家科研机构是指在国家财政预算资助体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向全社会提供基础性、

战略性、公益性的科研成果产品或服务的科研组织[1]，按隶属关系分为中央部门属科研机构

和地方部门属科研机构两大类。国家科研机构是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全社会各类创新主体之一。中国《“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提出，要发挥国家

科研机构在基础前沿和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中的骨干和引领作用，提升国家科研机构的创

新主体能力。 
创新投入和产出是衡量国家科研机构创新主体能力的两个重要方面。关于研发的统计表

明，中国政府投入到国家科研机构的研发资金在过去十多年里呈现出迅猛增长的态势，2016
年达到1 851.6亿元，相当于2002年的6.7倍；与此同时，政府对国家科研机构研发资助额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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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研机构研发经费总量的比重高达81.9%，占政府对全社会的研发经费支出总额的

60%，相当于政府对企业研发资助的4倍。可见，政府资金是中国国家科研机构研发经费的

主要来源，中国国家科研机构同时也是政府研发资金的主要执行部门。中国政府对国家科研

机构的研发资助规模之大、增长之快，是否促进国家科研机构的创新产出、产生良好的创新

绩效？从国内已有的研究和实践来看，政府研发资助效果历来是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

命题，但关注的焦点往往局限于企业创新层面。鉴于此，本文则对政府研发资助和国家科研

机构创新产出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以期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为政府更为科学、合理

地使用财政资金支持社会主体开展科研活动提供决策参考。 

2．研究述评 

传统的研发投资理论主要讨论社会创新主体对自身研发活动的内部投入及相应的创新产

出效果。而现实中，来自政府的资助对于社会创新主体研发活动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使得学

者们对政府研发资助理论的关注度不断提高。 
国外关于政府研发资助的理论集中围绕三个维度展开讨论：政府研发资助的方式；政府

研发资助的影响因素；政府研发资助的效果。一般而言，政府研发资助主要有三种理论：（1）
市场失灵干预理论。该理论认为，技术创新会形成知识溢出，因此，当研发活动的私人收益

低于社会收益时，社会研发投入就发生市场失灵而表现不足[2]。政府研发资助的主要功能就

是通过降低技术创新成本从而有效缩小技术创新的私人边际收益率与社会边际收益率的差

距，以维持资助对象的研发动力[3]。这一理论对于政府研发资助偏向于具有广泛技术溢出效

应的项目或组织而言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该理论认为政府研发资助对私人投资存在替代效

应，且没有充分考虑到专利保护对知识溢出的限制作用，因而难以解释一些行业内部组织为

追求终身垄断专利而开展的研发投资行为。（2）融资约束松绑理论。该理论认为，源于信息

不对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决定了研发融资的困难性，造成社会研发投入不足[4][5]。政府

研发资助可以弥补这一短板，一方面直接缓解研发资金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能分担研发活

动的高风险，从而降低研发项目或组织的融资约束。该理论指出了政府研发资助对市场投资

人的激励效应，而且强调了社会创新主体的研发成果对于政府资助行为取向的重要性。（3）
信号功能传递理论。该理论认为，政府研发资助发挥了鉴别研发项目或组织是否具备技术优

势和质量的重要作用，市场投资人根据政府行为决定是否对研发项目或组织给予资金支持
[6][7]。该理论将政府研发资助视作中介变量，重点研究市场投资人、政府、研发主体的三方

博弈关系，但可能夸大了政府的甄别能力而忽视了如何激励政府选择出最优项目这一问题。 
近年来，一些研究人员对中国的政府研发资助进行了探讨。舒红娟对中国的政府研发资

助规模和效果开展了评价研究，指出国内的政府研发资助效果仍有改善的空间[8]。周海涛、

张振刚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作为国内政府研发资助的两种重要方式，经费补助比税收优惠具

有更大的创新激励作用[9]。朱斌认为，国内的政府研发资助具有一定的对象偏向性，要提高

政府研发资助的效率可从事前评估、事中监督和事后激励着手[10]。白俊红、卞元超指出，区

域基础设施环境、人力资本环境、金融环境以及制度环境对政府研发资助均具有显著的正面

促进作用，但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11]。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主要考察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而鲜有探讨政府研发资

助对科研机构、高校等其它创新主体的影响作用。而相关实证研究的结论则表明，政府研发

资助不一定促进企业创新产出[12,13,14,15,16]。这种不确定性对于科研机构而言是否同样存在？

中国政府研发资助能否提高国家科研机构的创新产出？基于此，本文以国家科研机构作为研

究对象，围绕中国政府研发资助的效果问题，通过协整分析、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格兰杰

因果关系检验，实证考察政府研发资助和国家科研机构创新产出之间的长期及短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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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设计 

本文的研究变量有两项：政府研发资助和国家科研机构创新产出。关于前者，本文参考

Brown[5]、Kleer[6]、梁莱歆[9]等人的做法，采用国家科研机构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来源自政

府资金的部分作为相应的测度指标，并对其流量数据（GInsRD）取对数（LNGInsRD）；关

于后者，本文借鉴王俊[16]、Mario[17]等人的做法，采用国家科研机构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作为

相应的测度指标，并对其流量数据（InsIPTN）取对数（LNInsIPTN）。上述指标及基础数据

均选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2-2016年。取对数后，

这两项变量随时间变化而呈现的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2002-2016年LNGInsRD与LNInsIPTN的变化走势 

4．研究过程 

4.1  单位根检验 

首先，要检验变量的平稳性，这是进行协整分析的前提。一般以是否存在单位根作为判

别平稳性的依据。本文要进行单位根检验的是时间序列变量LNGInsRD与LNInsIPTN以及它们

的一阶差分变量DLNGInsRD与DLNInsIPTN。通过使用ADF检验法[18]，可以得到如下表所示

的检验结果。 

表1  变量平稳性的检验结果 

变量 ADF 值 检验类型（c，t，k） 临界值 结论 

LNGInsRD -1.227 660 （c，t，0） -3.362 984* 非平稳 

LNInsIPTN -4.642 562 （c，t，1） -3.875 302** 平稳 

DLNGInsRD -3.814 765 （c，0，0） -3.144 920** 平稳 

DLNInsIPTN -4.613 075 （c，0，1） -3.175 352** 平稳 

注：ADF检验类型（c，t，k）中，c表示常数项，t表示时间趋势项，k表示滞后期；*表示该临界值

的显著性水平为10%，**表示该临界值的显著性水平为5%。 

可见，LNGInsRD为非平稳序列变量，LNInsIPTN为平稳序列变量，而DLNGInsRD与

DLNInsIPTN均为平稳的。因此，LNGInsRD与LNInsIPTN均为一阶单整序列，两者之间可能

存在协整关系，即它们可能会构成平稳的线性组合。这表明，两个序列之间可能保持着长

期、稳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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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定义 [19]，协整检验要求双变量模型中的两个变量是同阶单整序列。由于

LNGInsRD与LNInsIPTN均为一阶单整序列Ⅰ(1)，故满足上述要求。采用E-G两步法，对

2002-2016年中国政府对国家科研机构的研发资助量和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授权量之间是

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验证。 
（1）方程拟合。采用OLS方法估测协整向量。运用计量学分析工具EViews 6.0，可以得

到以下方程： 

LNInsIPTN = -0.749 0 + 1.396 8*LNGInsRD + εt                               (1) 

其中，R2 = 0.967 1，校正后的R2 = 0.964 4，F=352.687 1。则协整向量可能是（1，-1.396 
8，0.749 0）。 

（2）残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由上述方程可得，待估计的残差变量为： 

εt = LNInsIPTN – 1.396 8*LNGInsRD + 0.749 0                                (2) 

经检验，ADF检验值低于显著性水平1%下的临界值（见表2），故在该水平下残差序列εt

没有单位根。由此可知，残差是平稳变量。又因为LNGInsRD与LNInsIPTN均为一阶单整序

列，所以二者具有协整关系，协整向量是（1，-1.396 8，0.749 0）。 

表2  残差平稳性的检验结果 

变量 ADF 值 检验类型（c，t，k） 临界值 结论 

εt -3.173 555 （0，0，0） -2.754 993*** 平稳 

注：本表中c、t、k的含义参照表1；***表示该临界值的显著性水平为1%。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中国政府对国家科研机构的研发资助和国家科研机构的发明专利

授权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从较长周期看，政府研发资助对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

授权量的弹性为1.396 8，即政府研发资助流量每增长1%，相应地，国家科研机构的发明专

利授权量增长约1.40%。这反映出政府研发资助对国家科研机构创新产出具有较为明显的提

升效用。 

4.3  误差修正模型构造 

由于残差项εt已通过单位根检验，可以明确政府研发资助与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授权

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故下一步将对两者的关系构造误差修正模型（ECM），

以建立对长期偏离的一种纠正机制。模型的初始形式如下： 

ΔLNInsIPTNt  = C + β*ΔLNGInsRDt + γ*ECMt-1 + εt                            (3) 

其中， 

ECMt-1 = LNInsIPTN（-1）- 1.396 8*LNGInsRD（-1）+ 0.749 0                     (4) 

按照传统的建模方法[20]，本文先选定3阶的滞后变量， 然后再对一些不显著的变量进行

逐个排除，最终获得估计后的误差修正模型如下所示： 

DLNInsIPTN = -0.749 6*DLNInsIPTN（-1）-1.136 0*DLNGInsRD（-1）+1.207 3*DLNGI
nsRD（-2）+1.915 3*DLNGInsRD（-3）- 0.913 0*ECMt-1            (5) 

其中，R2 = 0.920 7，校正后的R2 = 0.857 2，D.W.=3.131 5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三方面的推论： 
（1）从长期来看，政府研发资助和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授权量之间存在着动态均衡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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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短期来看，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变动受到自身和政府研发资助的变动

的共同影响。其中，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滞后1、2、3年的政府研发资助的变动、滞后1
年的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变动对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变动产生显著的

影响。 
（3）在本文的误差修正模型中，误差修正项ECMt-1的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为-0.913 

0，说明政府研发资助和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授权量之间的上期非均衡误差对国家科研机

构发明专利授权量当期波动的影响是显著的，意味着政府研发资助和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

授权量的短期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二者的长期均衡关系；该系数的绝对值接近1，说明

上期非均衡误差对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授权量当期波动的调整幅度较大，意味着本模型自

身将偏离均衡误差调整、修正到均衡状态的能力较强。 

4.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协整分析的结果，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中国政府研发资助与国家科研机构创新

产出之间是存在着的，但其并不等价于因果关系。为此，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做

进一步验证。鉴于格兰杰因果检验法要求待检验的变量必须是平稳的，故本文选用变量

DLNGInsRD和DLNInsIPTN所对应的年度数据进行检验，得到如下表所示的结果。 

表3  政府研发资助与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授权量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滞后期（年） 1 2 3 

假 设 1 ： DLNGInsRD 不 是

DLNInsIPTN 的格兰杰原因 

F 统计量 0.082 79 0.605 75 14.378 30

显著性水平 0.780 10 0.575 90 0.027 60

假 设 2 ： DLNInsIPTN 不 是

DLNGInsRD 的格兰杰原因 

F 统计量 0.101 42 0.412 98 0.289 14

显著性水平 0.757 40 0.679 10 0.832 30

可见，当滞后期为3年时，假设1的显著性水平低于0.05，故拒绝原假设，即：政府研发

资助量的变动是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授权量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在滞后期分别为1、2、3
年时，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授权量变动均不是政府研发资助量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5．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5.1  基本结论 

本文采用2002-2016年中国政府对国家科研机构的研发资助量和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

授权量数据，通过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构造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政府研发资助和国家

科研机构创新产出之间的长期关系及短期动态因果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了以下几点基本

结论并做出了相应解释： 
中国政府研发资助和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授权量之间构成了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而在本文所选定时限的短期内，滞后3年的政府研发资助量变动是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授

权量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但滞后3年的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授权量变动不是政府研发资助

量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1）政府研发资金流量变动是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授权量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与

Mario[17]、Paul[21]等人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研发资金能够提升

国家科研机构的创新产出，从而证实了对于公共科研机构而言政府研发资助具有激励效应和

产出效率。政府研发资助对国家科研机构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主要依靠两种路径来实现
[22,23]：一是对科研人员物质需求的满足，使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满意度大幅提高，从而

形成对其研发活动效率的正向激励作用；二是对技术设备的更新、改造和升级，使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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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技术资源的硬件优势，有利于开展前沿或新兴技术的学习和攻关。当一系列具有新颖

性、创造性、实用性的科研成果得到开发、转让、扩散以至上升为行业标准时，科研机构为

保障自身的合法收益，会对这些科研成果申请知识产权保护，从而使科研机构形成并拥有以

发明专利产出的数量规模为表征的创新产出。 
（2）国家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授权量变动不是政府研发资助流量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国外

的政府治理理论表明，因素配置法是政府调控社会公共资源的基本手段，而社会创新主体获

得的科研成果是甄别其创新产出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政府采用因素配置法来施行创新资助政

策的主要依据[24,25]。因此，科研机构必须积极开展科研活动并实现成果产出，在争取公共创

新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才能有机会获得政府研发资助。本文认为，中国政府

对科研机构的研发资助，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国家科研系统的稳定、夯实其研发力量、鼓励

其持续开展研发活动，从而促使其提升创新产出以应对全球产业变革带来的挑战和满足未来

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成果储备的迫切需求，而不是在科研机构具备了创新产出优势之后才给

予重点扶持。 

5.2  政策建议 

国家科研机构的创新产出本质上是科研人员的创新产出，而科研人员的创新产出具体表

现为他们所创造的科研成果。由于科研成果的产出往往以一定的创新投入为前提，投入的强

度和稳定性与产出的规模、质量和效率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科研机构创新产出的优化调

整起着重要作用。已有研究表明，由于研发活动存在“市场失灵”和“溢出”效应，国家科研机

构（尤其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机构、共性技术研究机构）从事研发活动难以从市场获得足

够的经济收益。对中国而言，政府采用稳定性支持的方式，对这些科研机构开展研发资助，

恰恰弥补了上述短板，能够确保科研机构研发投入的持续性，有利于科研人员专业素质的培

养，从而提升国家科研机构的创新动能。 
与此同时，国家科研机构应当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扩散进程，提升科研成果的经济社会应

用价值。自2002年以来，中国国家科研机构的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年均增长率为26.5%，2016
年达到2.01万件。尽管发明专利授权量实现了大幅增长，但由于在过去一段较长的时间里，

国内科研管理存在“重科研过程、轻经济社会绩效”等种种问题，相当一部分专利仅停留在实

验室阶段，基本没有实现直接或间接的转移转化，难以成为有效传播的行业知识或技术标

准，从而无法创造出应有的经济社会效益。因此，将科研成果转化率纳入到国家科研机构的

成果绩效评价考核体系中，并逐步推广建立政府与科研机构之间的成果约定购买制度，使得

政府研发资助的投入机制从现行关注立项申请的“期货式”转变为关注成果的真实性、新颖性

和经济社会价值的“现货式”，将有利于建立健全国家科研机构研发创新的政府引导机制，促

进社会产业分工迈向价值链中高端，从而也为政府合理调配研发资金提供重要方向和有力依

据。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推动资源配置从以研发环节为主向产业链、创

新链、资金链统筹配置转变。因此，面向国家科研机构，通过逐步建立基于科研成果及其转

化应用效果的政府研发资助制度，为政府加大研发资助力度创造有利条件，通过完善落实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经费使用和分配政策，以充分调动国家科研机构人员的创新能动性，

是符合国家的宏观战略部署的。在目前的创新环境下，中国政府对科研机构的研发资助不仅

有助于形成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活动的稳定性，提升科研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还可以为集中

力量开展基础前沿和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攻关，建设世界一流科研机构奠定基础。政府对

企业的研发资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但是否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提高目

前还没有统一结论；并且，企业获得政府研发资助的最终目的是获得经济利润，而不是自有

技术的推广应用。中国政府不能对来自企业的前沿基础或行业共性技术的研发攻关抱有太高

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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